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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946名居民的调查，研究了社会公众对技术伦理风险情感态度的状况及影响因素。数据分析结论表明，公众对技术伦理风险总体态度较积极，在对技术伦理风险的控制方面公众持有较主动的态度。克隆技术和转基因技术的伦理风险已成为公众态度最为消极的技术伦理风险。通过分析克隆技术与转基因技术伦理风险的影响因素，发现在克隆技术伦理风险方面，性别、职业和收入因素影响最大，在转基因技术伦理风险方面，收入、学历和职业因素影响最大。在对公众情感状况和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以下对策，分别是深入开展科技伦理普及教育，建立健全科技伦理风险问责机制，建立健全相关行业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促进相关政府职能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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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approach on the public technology ethic risk emo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in Hu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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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n 946 residents,studying the public attitudes to the technology ethic risk emotion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Statistical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public is positive to the technology ethic risk,especially in the controlling of the technology ethic risk.The public show the most negative attitudes towards the risk in transgenesis and cloning technologies.By analysing the affecting factors of transgenesis and cloning technologies,we find that on the aspect of cloning technology ethic risk,gender,occupation and income affected greatly;However,income,education and occupation influenced deeply on  transgenesis technology ethic risk.After analysing the public emotional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we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countermeasures.First,developing technology ethic universal education.Next,establishing sound technology ethic risk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as well as the related laws,regulations and industry norms,so as to promote the transferring of government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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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风险是当今风险社会的重要形式和主要特征，并且随着技术的日益精细化、复杂化而影响日益扩大；现代技术风险的影响范围已经不局限于当代社会，而可能对后面数代人都有较大影响，甚至不局限于人类社会，而可能对整个生态环境产生不可逆的损害。故此现代技术风险的伦理调控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基本义务。“现代技术风险究其本质是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风险”[1]，因而在技术伦理风险调控方面，作为人类构成主体以及对群体行为影响深远的社会公众，应该是技术伦理风险调控的重要主体。公众对技术伦理风险的情感态度直接影响到公众对技术伦理风险调控的参与积极性，影响到技术伦理风险的调控，但将公众对技术伦理风险的情感态度作为重要切入点，国内尚无相关研究。吉登斯认为“在把握技术风险内涵及其特征的过程中，不仅要以客观数据及量化为基础，更要注重风险的心理、风险的文化以及风险的社会背景等因素的影响”[2]，因而以客观量化数据为基础，讨论公众情感态度对技术伦理风险调控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因而本文在分析公众对各个主要技术伦理风险情感态度的基础上，提出的相关结论与启示，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
1  文献回顾
我国技术伦理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90年代，黄麟雏（1987）的“技术伦理学研究十题”、徐少锦（1999）的“深入开展技术伦理学研究”等一批学者的研究成果在这一时期推动了技术伦理研究深入开展。其后，技术伦理的相关研究蓬勃兴起，各位学者从技术风险的伦理内涵、技术伦理风险高发领域、技术伦理风险的责任主体、技术伦理风险产生和加剧的原因等方面做了大量探讨，并在具体的技术领域开展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徐治立（2012）在技术风险伦理的本体属性上做出了阐释，他认为“技术风险是指在一定条件下，技术活动对人们的生命安全和社会财富造成破坏的可能性”[3]，技术风险因而具备伦理内涵。从技术与伦理的关系上来看，历史证明，技术是伦理的生长点，伦理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进步。王前（2011）认为“从整体上看，人类道德水平的提高是伴随着技术进步而实现的”[4]。对于技术伦理风险加剧的原因，毛明芳（2009）认为行为主体的责任缺失是重要原因，“归结当今社会技术风险的成因,技术决策主体的伦理缺失难辞其咎”[1]，而李文潮（2005）认为现代技术自身具备的特点是首要因素，“现代技术所具有的单一性、创新性、功能潜在性与发展的不确定性等特点则决定了传统的伦理准则无法提供对这些特殊之处的解决办法”[5]；查尔斯·培罗（2001）认为“研究上的风险将变成社会风险”[6]，技术伦理风险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科研风险。
在技术伦理风险责任主体方面，梁红秀（2009）认为技术伦理风险的责任主体包括“科技工作者、政府和其他决策者、社会公众”[7],其中公众需要承担技术伦理责任是因为“公众对某项科学发展的认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科学共同体及政府、企业决策者的态度，而且社会公众的不当行为会造成或加剧某些社会问题”[7]。可见公众是承担技术伦理风险责任的重要主体。此外，各学者对技术伦理风险易发、高发领域的研究也广泛而深入。王续琨等（2014）通过对《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的检索发现，“纳米伦理、核伦理、信息技术伦理、网络技术伦理、计算机伦理、航天技术伦理、生物技术伦理、基因伦理( 含“转基因伦理”)、医疗技术伦理”[8]等领域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领域。
邱仁宗（1997）、李传忠（1998）等认为克隆技术是伦理风险高发领域，甘绍平（2003）认为“克隆人是不可逾越的伦理禁区”[9]；方福德（1990）、杨通进（2006）等认为转基因技术领域存在大量伦理困境，樊浩（2006）认为基因技术在道德哲学领域掀起了一场革命，“基因伦理是一种道德哲学革命形态的高技术伦理,具有技术革命与道德哲学革命的二重形态和二重本质”[10]，毛新志（2004）“对转基因食品的伦理问题进行多视角的研究和跨文化的分析几乎是一片空白”[11]，吴幸泽等（2012）调查了公众对转基因玉米技术伦理问题的认知状况[12]；冯昊青、李建华（2006）（2008）共同提出了核技术领域存在的伦理问题，张学义、曹兴江（2011）在日本核辐射泄露事件的基础上对核伦理问题进行了哲学追问与反思；任敏（1987）认为生物医学技术的进步给伦理学的发展提出了难题；朱葆伟（2006）认为“工程伦理问题实际上已成为我们时代的诸多问题之一”[13]，并对工程活动中的伦理问题进行了系统思辨，陈爱华（2011）则反思了工程的伦理本质；朱凤青、张帆（2008）认为纳米技术的应用不当会引发其他社会伦理问题，李三虎（2006）认为“纳米技术的实践潜力毕竟将涉及到每个公民，因此其道德决策不应该仅局限于科技专家范围，而应放大到整个公共空间”[14]，因而纳米技术的伦理实践与每个公民都息息相关；殷登祥（1998）“从空间技术的角度，进一步论述了高科技对社会的影响”[15]，杜鹏、李真真（2008）则对空间技术进行了伦理反思；李卫东（1998）、李兰芬（2000）等认为网络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存在伦理冲突，段伟文（2001）系统提出了网络社会风险的表征、防范和控制，邱仁宗等（2014）探讨了“大数据技术创新、研发和应用中的伦理问题”[16]。总体上看，技术伦理风险高发的领域主要包含克隆技术、转基因技术、纳米技术、核技术、因特网技术、宇宙空间技术、生物技术、工程技术等八个技术领域，这些技术领域多对社会生活改造极大、与社会公众关系密切。
国内外关于技术风险及其伦理规约的研究成果颇丰，各学者对技术风险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伦理考量，然而实证研究相对匮乏。学者们大多认为，现代技术风险正呈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因而需要进一步的伦理规约；技术伦理风险具有广泛性，且其高发领域与社会公众关系密切；公众对技术伦理实践影响巨大，技术伦理责任的承担主体理应包含社会公众。因而，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公众对技术伦理风险的情感态度及其影响因素，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2  调查样本描述
2.1  数据来源与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共计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946份，回收率为94.6%。本次调查主要对象是普通居民。调查方法主要是问卷法，问卷的主体内容设计主要来自已有文献的研究以及笔者对此问题的把握。问卷内容主要包括技术伦理风险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方面的现状。
2.2  样本特征
被调查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见表1｡从性别比例上来看，男性的比重为54.2%，女性的比重为44.6%，男性的数量略多于女性｡从年龄分布上来看，22岁以下的占26.1%，22~35岁的占34.8%，36~45岁的占22.4%，46~60岁的占13.4%，60岁以上的占2.3%｡从职业分布情况上来看，学生和企业员工在调查样本中所占比例是最高的，分别达23.9%和22.5%，农民、教师、公务员、科技人员等职业分别占14.7%、9.3%、12.5%、9.6%｡从调查对象学历水平状况上来看，初中及以下的占13.1%，高中学历的占12.2%，大专学历的占12.6%，本科学历的占44.0%，硕士学历的占9.2%，博士学历的占8.2%｡从月收入状况上来看，收入在 1500元以下的占总体的9.5%，1500~3000元的占31.2%，3000~6000元的占25.3%，6000元以上的占10.9%，无收入的占22.3%｡从样本婚姻状况上来说，未婚的占47.4%，已婚的占47.8%，离异或丧偶的占3.8%｡从样本地区分布上来看，来自大城市的占20.4%，来自中小城市的占23.8%，来自县城或小城镇的占27.2%，来自农村的占27.4%｡
表1  调查样本的基本特征（n=946）
	类型
	选项
	人数
	比例（%）
	类型
	选项
	人数
	比例（%）

	性别
	男
	519 
	54.9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125
	13.2

	
	女
	427
	45.1
	
	高中
	115
	12.2

	年龄
	22岁以下
	249
	26.4
	
	大专
	120
	12.7

	
	22～35岁
	332
	35.1
	
	本科
	419
	44.3

	
	36～45岁
	214
	22.6
	
	硕士
	88
	9.3

	
	46～60岁
	128
	13.6
	
	博士
	79
	8.3

	
	60岁以上
	23
	2.4
	
	
	
	

	职业
	学生
	228
	24.1
	月收入
	1500元以下
	91
	9.6

	
	企业员工
	214
	22.7
	
	1500～3000元
	297
	31.4

	
	农民
	140
	14.8
	
	3000～6000元
	241
	25.5

	
	教师
	89
	9.4
	
	6000元以上
	104
	11.0

	
	公务员
	119
	12.6
	
	无收入
	213
	22.5

	
	科技人员
	92
	9.7
	
	
	
	

	
	其他
	64
	6.8
	
	
	
	

	婚姻
状况
	未婚
	453 
	47.9
	居住地
	大城市
	195
	20.7

	
	已婚
	457
	48.3
	
	中小城市
	229
	24.1

	
	离婚或丧偶
	36
	3.8
	
	县城或小城镇
	260
	27.5

	
	
	
	
	
	农村
	262
	27.7


3  公众技术伦理风险情感态度现状及影响因素
3.1  整体上公众对克隆技术及转基因技术领域态度最为消极
80、9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技术伦理风险高发领域进行了全面细致地梳理，大致可分为克隆技术领域、转基因技术领域、纳米技术领域、核技术领域、因特网技术领域、宇宙空间技术领域、生物技术领域、工程技术领域八个领域。在实证研究中，我们调查了公众对八个技术领域伦理风险的总体态度。将“赞成”定义为5，“较赞成”“一般”“较不赞成”“不赞成”分别定义为4、3、2、1，那么克隆技术领域的均值为2.97，转基因技术领域的均值为3.1，纳米技术领域的均值为4.35，核技术领域的均值为3.43，因特网技术领域的均值为4.42，宇宙空间技术领域的均值为4.37，生物技术领域的均值为4.17，工程技术领域的均值为4.26；总体上八 个技术伦理风险态度等级的均值为3.88，（见表2），表格中消极态度是指选择“较不赞成”“不赞成”的样本总数。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公众在总体上对技术伦理风险是较积极的态度的，与此同时，对克隆技术领域及转基因技术领域可能产生的风险态度最为消极。
表2  公众对各技术领域伦理风险的总体态度（n=946）
	技术领域
	态度等级均值
	消极态度人数

	克隆技术
	2.97
	309

	转基因技术
	3.1
	283

	核技术
	3.43
	213

	生物技术
	4.17
	96

	工程技术
	4.26
	80

	纳米技术
	4.35
	62

	宇宙空间技术
	4.37
	69

	因特网技术
	4.42
	60


我们还调查了公众对这八个技术领域伦理风险发生可能性的预期，见表3。将“很高”定义为5，“较高”“一般”“较低”“很低”分别定义为4、3、2、1，那么克隆技术领域的均值为4.03，转基因技术领域的均值为3.48，核技术领域的均值为3.07，生物技术领域的均值为2.86，因特网技术领域的均值为2.50，工程技术领域的均值为2.35，宇宙空间技术领域的均值为2.28，纳米技术领域的均值为2.26；总体上八个技术伦理风险态度等级的均值为2.86。这表明，公众在总体上对技术伦理风险发生的预期持较否定的态度，但是对克隆技术领域及转基因技术领域可能发生的伦理风险有较高的预期。这充分说明，在整体上，公众对克隆技术领域及转基因技术领域可能发生的伦理风险态度最为消极。
表3  公众对各技术领域伦理风险的预期（n=946）
	技术领域
	态度等级均值
	认为风险较大的人数

	克隆技术
	4.03
	738

	转基因技术
	3.48
	581

	核技术
	3.07
	476

	生物技术
	2.86
	411

	因特网技术
	2.50
	291

	工程技术
	2.35
	244

	宇宙空间技术
	2.28
	224

	纳米技术
	2.26
	213


3.2   公众对典型技术伦理风险的情感态度
前文得出结论，总体上公众对各个技术领域伦理风险的态度是较积极的。下面我们将从各项典型技术的角度分析公众对此技术的态度。
从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来看（见表4），77.2%的样本认为其“对人体有潜在的风险”，28.6%的样本认为其“价格便宜，经济实惠”，43.8%的样本认为其“科技含量高”，表明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是比较谨慎的。
表4  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n=946）
	态度
	人数
	百分比

	价钱便宜，经济实惠
	264
	28.6%

	科技含量高
	404
	43.8%

	对人体有潜在的风险
	712
	77.2%

	其他
	65
	7.0%


从公众对企业出售转基因食品行为的态度上来说（见表5），认为“企业应在有安全保障的前提下进行适度规模的生产”的样本比例达54.2%，同时认为“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有害，应禁止生产”的样本比例达24.3%，认为“转基因食品是绿色环保食品，企业的生产是合理的”的样本比例仅14.3%。这表明公共对转基因食品的伦理风险有一定的认识，但是也认识到对转基因食品具备一定的经济和科技效益，可以在有安全保障的前提下进行适度规模的生产。
表5  公众对企业出售转基因食品的态度（n=946）
	态度
	人数
	百分比

	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有害，应禁止生产
	230
	24.3

	转基因食品是绿色环保食品，企业的生产是合理的
	135
	14.3

	企业应在有安全保障的前提下进行适度规模的生产
	513
	54.2

	其他
	20
	2.1


从公众对核技术带来的伦理风险的态度上来看（见表6），公众认为核技术带来的伦理风险按重要程度降序排列依次为危害人体健康（76.2%样本选择），破坏生态环境（65.7%样本选择），诱发核战争（61.8%样本选择），引起政治纠纷（46.8%样本选择），占用有限资源（24.3%样本选择），其他（4.7%样本选择）；可见，公众对核技术伦理风险的担忧集中体现在核技术对生命健康的破坏上。（表中响应百分比是指该选项响应在总响应中的比例，总和为100%；个案百分比是指该选项样本量占总样本量的比例，总和可能大于100%。）
表6  公众对核技术领域伦理风险的态度（n=946）
	态度
	人数
	响应百分比
	个案百分比

	破坏生态环境
	609
	23.5%
	65.7%

	危害人体健康
	706
	27.2%
	76.2%

	诱发核战争
	573
	22.1%
	61.8%

	占用有限资源
	225
	8.7%
	24.3%

	引起政治纠纷
	434
	16.8%
	46.8%

	其他
	44
	1.7%
	4.7%


3.3  公众对技术伦理风险控制的态度
总体来说，公众对技术伦理风险控制持较主动的态度。从公众对接受科技伦理教育的必要性的态度上看，75.7%的公众认为需要对普通公众进行科技伦理教育，仅有4.3%的样本认为不需要，这充分表明公众认为普通大众接受科技伦理教育很有必要。对于大众在了解某项科技应用的伦理风险后依然使用该技术的行为，40.3%的样本表示“不赞成”，30.7%的样本表示“既然赞成也不反对”，10.8%的样本表示“不确定”，仅有14.7%的样本表示“赞成”，这说明公众基本不赞成在认识到了伦理风险后依然使用具有伦理风险的技术。
从公众对工程建设伦理风险评估的态度上来看（见表7），“符合各方利益群体的合法要求”和“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行业内相关规定”两项被认为是最必要的伦理风险评估，样本比例分别达到66.7%和60.7%，而其他评估项目也应得到一定的重视，“存在重大公共安全险患”的比重达49.7%，“存在群体性事件的风险”的比重达32.8%，“违背伦理道德”的比重达42.0%，“符合市场需求和社会导向”的比重达42.7%。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公众对工程建设伦理风险的态度对法律法规、行业规定等具较强的依赖性，因而建立健全相关行业法律法规对于改善公众对工程技术伦理风险的态度有重要影响。
表7  公众对工程建设伦理风险评估的态度（n=946）
	态度
	人数
	响应百分比
	个案百分比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行业内相关规定
	560
	20.3%
	60.7%

	符合各方利益群体的合法要求
	616
	22.3%
	66.7%

	存在重大公共安全险患
	459
	16.6%
	49.7%

	存在群体性事件的风险
	303
	11.0%
	32.8%

	违背伦理道德
	388
	14.1%
	42.0%

	符合市场需求和社会导向
	394
	14.3%
	42.7%

	其他
	38
	1.4%
	4.1%


从公众对技术伦理风险责任主体的认识上来看（见表8），认为政府应该为技术伦理风险负责的样本比例达76.6%，认为科学家应该为技术伦理风险负责的样本比例达56.9%，认为普通科技工作者应该为此负责的样本比例为27.6%，认为应该普通民众负责的占20.6%。这表明公众普遍认为政府和科学家是最应该为技术伦理风险责任负责的主体，提升公众对技术伦理风险态度的重要途径是强化政府及科学家在相关风险中的责任。
表8  公众对技术伦理风险责任主体的态度（n=946）
	态度
	人数
	响应百分比
	个案百分比

	科学家
	527
	30.7%
	56.9%

	普通科技工作者
	256
	14.9%
	27.6%

	普通民众
	191
	11.1%
	20.6%

	政府
	709
	41.3%
	76.6%

	其他
	35
	2.0%
	3.8%


3.4  公众技术伦理风险情感态度的影响因素
1、核心数学模型
核心数学分析模型为最优尺度回归模型，其公式如下：
y^=b0+b1x1+b2x2+…+bnxn
公式中的y^为因变量，是根据所有自变量x经过运算而得出的估计值，b0为常数项，b1、b2…bn称为y对应于自变量x1、x2…xn的回归系数。回归系数表示在其他所有自变量不变的前提假设下，其中一个自变量变化引致因变量变化的比率，用于解释该因子与因变量相关性的强弱。“最优尺度变换专门用于解决在统计建模时如何对分类变量进行量化的问题，其基本思路是基于希望拟合的模型框架，分析各级别对因变量影响的强弱变化情况，在保证变换后各变量间的联系成为线性的前提下，采用一定的非线性变换方法进行反复迭代，从而为原始分类变量的每一个类别找到最佳的量化评分。”[17] 最优尺度回归模型在处理分类变量时具有独特的优势。
2、公众典型技术伦理风险情感因素的模型建构
克隆技术领域和转基因技术领域的伦理风险是公众最持消极态度的，因此下面我们将分别通过最优尺度回归模型分析这两个领域影响公众情感态度的因素。
   （1）克隆技术领域
把7个因子作为自变量，公众克隆技术伦理风险的态度状况作为因变量带入最优尺度回归模型，通过软件计算出如下的结果。
	表9  模型汇总

	多 R
	R 方
	调整R方
	明显预测误差

	.223
	.050
	.027
	.950

	因变量: 公众克隆技术伦理风险情感态度
自变量: 性别 年龄 职业 学历 地区 月收入 婚姻状况（下同）

	表10  方差分析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回归
	41.725
	20
	2.086
	2.141
	.003

	残差
	796.275
	817
	.975
	
	

	总计
	838.000
	837
	
	
	


表11 系数及其检验
	自变量
	标准系数
	df
	F
	Sig.

	
	Beta
	标准误差的 Bootstrap (1000) 估计
	
	
	

	性别分类变量
	.155
	.045
	3
	11.685
	.000

	年龄变量
	-.042
	.097
	1
	.185
	.667

	职业分类变量
	.150
	.046
	6
	10.557
	.000

	学历变量
	.070
	.095
	3
	.541
	.655

	婚姻状况分类变量
	-.102
	.078
	2
	1.745
	.175

	地区分类变量
	.024
	.037
	2
	.431
	.650

	月收入变量
	.104
	.040
	3
	6.817
	.000


通过模型汇总和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总模型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模型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表11是标准化系数及其显著性水平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性别、职业和月收入变量通过了检验，在20%显著性水平下，婚姻状况变量通过了检验。年龄、学历和地区变量，对公众在克隆技术领域的伦理风险态度未能产生显著影响。在表11中，“性别”变量Beta值的绝对值最大，其次是“职业”变量，表明性别和职业因素对公众在克隆技术领域的态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表12  相关性和容差
	
	相关性
	重要性
	容差

	
	零阶
	偏
	部分
	
	转换后
	转换前

	性别分类变量
	.131
	.152
	.150
	.407
	.945
	.916

	年龄变量
	-.001
	-.032
	-.031
	.001
	.568
	.418

	职业分类变量
	.093
	.133
	.131
	.281
	.756
	.595

	学历变量
	.079
	.066
	.065
	.111
	.851
	.783

	地区分类变量
	-.026
	-.089
	-.087
	.054
	.727
	.492

	月收入变量
	.008
	.019
	.018
	.004
	.575
	.477

	婚姻状况分类变量
	.068
	.096
	.094
	.142
	.814
	.825


表12是模型相关性和容差的解释，是对模型的进一步分析。其中，重要性是指根据相关计算方法得出的自变量在模型中的重要程度，数值越大表明该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越重要；表12表明，重要程度较大的自变量分别是性别、职业和婚姻状况。容差也叫容忍度，是方差膨胀系数的倒数，表示该分类变量对公众克隆技术伦理风险情感态度的影响中，不能被其他分类变量解释的比例，这个比例如果小于0.1，则可能表示分析结果有误，表格所反映变量的数值没有出现过小的情况。
总的来说，公众对克隆技术领域伦理风险的态度主要是受性别、职业和婚姻状况变量的影响。年龄、学历和地区变量没有产生较大影响，这反映出在克隆技术领域，公众的年龄层次、学历层次和城乡因素对公众伦理风险的态度没有显著影响，和通常所认为的对克隆技术不了解的、文化素质低的、城镇的公众对克隆技术伦理风险态度更消极的印象相违背。婚姻状况对克隆技术伦理风险的态度产生影响可能是因为已婚的公众更关注克隆技术带来的生育伦理风险。在克隆技术领域转变公众对其伦理风险的态度应该重视性别、职业和婚姻状况的影响。
（2）转基因技术领域
把7个因子作为自变量，公众转基因技术伦理风险的态度状况作为因变量带入最优尺度回归模型，通过软件计算出如下的结果：
	表13  模型汇总

	多 R
	R 方
	调整R方
	明显预测误差

	.284
	.081
	.055
	.919

	因变量: 公众转基因技术伦理风险情感态度
自变量: 性别 年龄 职业 学历 地区 月收入 婚姻状况（下同）

	表14  方差分析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回归
	65.772
	22
	2.990
	3.160
	.000

	残差
	751.228
	794
	.946
	
	

	总计
	817.000
	816
	
	
	


表15 系数及其检验
	自变量
	标准系数
	df
	F
	Sig.

	
	Beta
	标准误差的 Bootstrap (1000) 估计
	
	
	

	性别分类变量
	.048
	.023
	3
	4.245
	.005

	年龄变量
	-.090
	.131
	1
	.474
	.491

	职业分类变量
	.150
	.041
	6
	13.425
	.000

	学历变量
	.152
	.046
	4
	10.836
	.000

	婚姻状况分类变量
	.106
	.053
	2
	3.999
	.019

	地区分类变量
	.096
	.036
	3
	6.939
	.000

	月收入变量
	-.168
	.063
	3
	7.109
	.000


通过模型汇总和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总模型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模型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表15是标准系数相关指标及其F检验、显著性水平检验相关指标。其检验结果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性别、职业、学历、婚姻状况、地区和月收入变量通过了检验，这些变量都对公众在转基因技术伦理风险上的态度产生了直接影响。年龄变量，对公众在转基因技术领域的伦理风险态度未能产生显著影响。在表15中，“月收入”变量Beta值的绝对值最大，其次是“学历”和“职业”变量，表明月收入、学历和职业因素对公众在转基因技术领域的态度产生了相对重要的影响。
表16  相关性和容差
	
	相关性
	重要性
	容差

	
	零阶
	偏
	部分
	
	转换后
	转换前

	性别分类变量
	.034
	.049
	.047
	.020
	.996
	.919

	年龄变量
	-.105
	-.066
	-.063
	.117
	.494
	.410

	职业分类变量
	.166
	.148
	.143
	.310
	.912
	.580

	学历变量
	.137
	.140
	.135
	.259
	.797
	.788

	地区分类变量
	.079
	.093
	.089
	.094
	.873
	.818

	月收入变量
	-.146
	-.144
	-.139
	.304
	.684
	.470

	婚姻状况分类变量
	-.077
	.074
	.071
	-.102
	.447
	.474


表16表明，重要程度较大的自变量分别是职业、月收入和学历。表格所反映变量容差的数值没有出现过小的情况，模型运算的结果可以用于分析。总的来说，公众对转基因技术领域伦理风险的态度主要是受职业、月收入和学历变量的影响。年龄变量没有产生较大影响，与社会上认为的年龄越大越不在乎转基因负面影响的态度倾向存在差异。因此，在转基因技术领域转变公众对其伦理风险的态度应该重视职业、收入和学历的影响。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简要结论
（1）公众对技术伦理态度方面
公众在总体上对技术伦理风险是较积极的态度的，但对具体的各个技术领域可能产生的伦理风险有不同的预期和态度，其中对克隆技术领域、转基因技术领域及核技术领域的态度低于均值，表明公众对这三个领域态度最为消极；对克隆技术领域、转基因技术领域、核技术领域及生物技术领域伦理风险的预期高于均值，表明公众认为克隆技术领域和转基因技术领域最易产生伦理风险。
（2）公众对技术伦理风险控制的态度方面
公众在总体上对技术伦理风险控制持较主动的态度。首先，75.7%的公众认为普通大众接受科技伦理教育很有必要；其次，公众对技术伦理风险的态度对法律法规、行业准则等依赖性较强；再次，公众在技术伦理风险责任承担主体的态度上，认为政府和科学家应该在相关风险中负主要责任。
（3）公众技术伦理风险情感态度的影响因素方面
在克隆技术和转基因技术伦理风险方面，性别、职业和月收入三个变量对公众在克隆技术领域的态度产生了重要影响，月收入、学历和职业因素对公众在转基因技术领域的态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有一部分与社会上的一般印象有所不同，如学历对公众在克隆技术伦理风险方面的态度没有较大影响，年龄对公众在转基因技术伦理风险方面的态度没有较大影响等。总的来说，月收入和职业对公众技术伦理风险情感态度的影响较大。
4.2  政策启示
（1）深入开展科技伦理普及教育
公众普遍认识到自身科技伦理风险意识不足，需要接受科技伦理教育。为此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加强技术伦理教育，让公众有更多的途径获得正确的技术伦理知识，从而改善公众对技术伦理风险的情感态度，进一步提升公众技术伦理风险意识，提高公众参与改善技术伦理风险活动中的积极性。
同时，开展科技伦理普及教育应该有所侧重与区别。相对而言，公众对现代技术领域中，克隆技术、转基因技术、核技术三个领域伦理风险发生的预期较高，因此，有关部门应该重点宣传普及这三个领域的技术伦理风险相关知识；同时在技术伦理风险排查方面应该以此三个领域为重点。并且，各个不同技术领域伦理风险的防范与教育，应该结合本领域特殊情况来实施。
另外，应该重视职业因素的影响。职业变量相对来说是公众技术伦理风险态度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因而应给予特别重视。职业方面重点对在社会群体中影响可能较大的人员进行科技伦理教育，例如公务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态度可能间接影响社会大众的态度，而教师关于转基因伦理的态度可能直接影响学生的态度；职业因素对公众技术伦理风险情感态度的影响机制和针对性的伦理教育方法有待进一步研究。
（2）建立健全科技伦理风险问责及公开机制
在科技伦理风险负责的主体方面，公众更倾向于认为政府和科学家是责任主体。为此，政府可以出台相关的问责机制，对科学家和政府官员进行技术伦理风险问题的问责；此外，更重要的是科技伦理风险问责的公开机制，科技伦理风险问责的透明化有利于提升公众对技术伦理风险的积极态度，提高公众参与程度，增强公众安全感。
对科学家的问责方面，首先是科学家主持的研究型及应用型项目因人为原因出现伦理风险或问题，应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其次，科学家有义务破除社会上关于科技伦理风险不正确的言论，而科学家自身因牟利等原因散布本专业范围不正确言论的，应该追求其责任。对政府官员的问责方面，首先是重大科技伦理风险或问题出现时，对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问责；其次是对相关官员“不作为”的问责。
（3）建立健全相关行业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促进相关政府职能转移
公众对技术伦理风险的态度对法律法规、行业准则等依赖性较强，因此应该重点普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知识，拓宽公众了解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的信息渠道，积极争取公众对相关法律法规、行业规范的认可，减小政府改良伦理风险高发技术领域的阻力。
此外，还应该加强相关行业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的建设。一方面，加强行业法律法规建设，不仅有助于技术伦理风险防范，还有利于相关行业的科技伦理普及教育。另一方面，促进行业规范建设，应该由政府主导逐渐转向第三方机构。科技伦理教育紧靠政府主导、实施已经难以满足现有的科技伦理教育宣传需求，当前科技伦理教育宣传越来越专业化，领域越来越细分，服务需求越来越高，单靠政府主导已经不合时宜了。因而应在政府治理转型时期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科技伦理教育，实现科技伦理教育宣传的专业化、广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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